
《食货》学人对日本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的回应

王俏蕊，宗高峰
( 河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兴起了社会经济史研究风潮，现有史料不敷运用是当时学人亟待解决的

问题，日本的中国史料整理和社会调查资料成为“他山之石”。《食货》学人通过直接翻译和间接索引为当时

中国学界提供了较为全面及时的日本研究动态。《食货》青年学人更是以汉译日文成果为媒介，从点滴史料

和微小问题入手，经过爬梳考证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对日本学术观点进行了认同或批驳的对话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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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半月刊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形成期

的代表性刊物。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食

货》半月刊创刊背景、研究取向、史学影响、食货学

派人员构成、食货学派与禹贡派等同时期其他史学

群体的关联。关于食货学派与国外学者互动方面的

研究，仅有德国汉学家魏特夫通过陶希圣与其他

《食货》学人的间接交流。而《食货》半月刊频繁刊

载的日本译作和史料，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

注。笔者拟在概括初创期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人对日

本基本态度的基础上，探究《食货》学人对日本相关

研究动态的追踪和观点回应，从而为 20 世纪 30 年

代中日学术交流史研究提供更多个案分析。

一、点滴史料之用: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人对日本相关研究的态度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一方面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另一方

面也显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弊病。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陶希圣正是以此为箭

靶，主张应该“在中国社会史中取材，努力于史料

搜集，多找具体问题，关注时代变化，少些抽象概

念，不作空论，不利用欧洲理论建构中国史学”［1］。
陶希圣所言不用欧洲理论，只是不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他也曾声明自己的思想方法是社会的历史的方

法———社会史观，而这种社会史观的理论来源就是

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的《国家论》。［2］

不过他所言的致力于史料搜集和研究具体问题，却

是当时史学界不同于宏大问题研究的另一研究动

向———中国社会经济史。
1932 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创办了中

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

经济史研究集刊》( 后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

刊》) ，就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新阶段的起点的标

志”。［3］此后，《食货》《中国经济》《现代史学》《中

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也陆续创刊或开始登载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以汤象龙、梁方仲为代表的中

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及其辐射关系群，陶希圣

主办的《食货》作者群及其辐射关系群，广州“现代

史学派”部分学人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形成期的主

要力量。正如《食货》创刊号《编辑的话》中所言:

“理论与方法对于史学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在

史料支撑下才能发挥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理

应注重中国的社会现象而不应拿外国史代替中国

史，《食货》鼓励一点一滴新史料的发现。”［4］可谓

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人的代表性宣言。
虽然注重史料，20世纪30年代中国却没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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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史料可资运用。汤象龙在《对于研究中国经济

史的一点认识》一文中曾提到: 在搜集资料方面，中

国学者必须在落后于国外学者的情况下苦心开荒，

争取二十年找到头绪，三十年写出一部史著。［5］杨

及玄在《民生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发端》一

文中也提到: “我国的史家大都不知朝代与国家的

区别，更不知国家与社会的区别，以为天下只是某

姓一家的天下，所以只是叙述某朝因什么而得天

下，以什么而治天下，又为什么而失天下，此外的

一切，则非所过问了。在如此一种情形之下，他们

既然对于社会的发展没有一点认识，焉能希望他们

对于社会经济史料有所注意和搜集呢? 所以现在谈

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比较上，似乎困难得

多。在这种万分困难的工作中，第一步自然就是如

何设法把中国社会经济史料搜集起来。”［6］355

至于如何搜集中国社会经济史料，杨及玄认为

应该从“记录的文字”“民间的传说”和“遗留的实

物”三方面入手。“记录的文字”又包括“档案”“官

书”“零星的记载”“系统的著述”“旧史和类书”以

及“杂志和日报”六个部分。在“系统的著述”和“杂

志和日报”两部分，杨及玄叙述了日本中国社会经

济史研究成果对中国研究者的支持作用。
关于“系统的著述”，杨及玄认为出自专家之手

的系统著作有助于中国学者构造研究体系，“《日本

经济丛书》全书三十卷中，讨论井田制度的，竟占

七八卷。其他各卷涉及中国经济史的地方，亦颇不

少。庆应大学教授加藤繁氏，专攻我国中古经济

史。论文甚多，曾经以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
( 东洋文库论丛第六之一) ，荣膺日本帝国学士院的

‘恩赐赏’。桑原骘藏氏的《东西交通史论丛》和《蒲

寿庚事迹考》以及木宫泰彦的《日支交通史》，浅井

虎夫的《支那日本通商史》，对于我们的研究，都是

很有帮助的。日本所谓的‘支那学’者，近来对于我

国经济史的研究，更行踊跃。所以关于这一方面，

有很多系统的作品发表”［6］。
关于“杂志和日报”，杨及玄论道: “最近几十

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史的零篇论文，在日文中，颇

为不少，大都发表于《史学杂志》、《东洋学报》、
《汉学》、《斯文》、《艺文》、《支那学》、《史林》等

刊物中。不过那些论文往往做着‘王道天下’的好

梦，总在故纸堆中翻来翻去，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日

渐开展之后，以侵略为目的的研究机关和定期的刊

物相继而生，努力探讨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以期对于他们所怀抱的侵略企图有所帮助。现在可

以把这类定期刊物，略示如下: 《支那》( 东亚同文

会) 、《支那研究》( 东亚同文书院) 、《满铁调查月

报》( 南满洲铁道会社) 、《满铁支那月志》( 满铁上

海事务所研究室) 、《东亚》( 东亚经济调查局 ) 、
《东亚经济研究》( 山口高商东亚经济研究会) 、《支

那贸易通报》( 大阪市役所商工课) 。在这些刊物

中，可以供我们参考的零篇论著，在在皆是，不过

偏于我国现代的经济状况之研究而已。近几年来，

日本杂志中所发表的中国历史论文，似乎以经济史

方面为多。只消一看东京帝大出版的《史学杂志》就

可以明白了。自前年九月份起，经济史的论文充满

了该志全部的篇幅，其中尤以与我国有关的，占了

多数。例如青山定男《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

使》、周藤吉之《宋元时代之佃户》、秋山藏谦《宋代

南货贸易与日支贸易》、加藤繁《官营后之益州交子

制度》和日野开三郎《交子之发达》。昭和九年，东

京帝大史学部东洋史学科所公布的毕业论文共十七

篇，其中约有半数与中国经济史有关。由此可以见

出，日人近来对于我国的经济史料是如何的注意搜

讨。”［6］358 － 359

社会经济史学是日本史学界继文明史学、实证

史学、文化史学之后兴起的又一学术风潮，这种风

潮自然影响到了日本的中国研究。加藤繁、和田

清、清水泰次、周藤吉之、公田连太郎、小岛祐马、
宫崎市定、冈崎文夫、曾我部静雄、志田不动麿、
仁井田升等构成了一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生力

军。这些研究者受教育和所服务的机构涵盖了东京

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北帝国

大学、九州帝国大学等日本东洋史研究重镇，可见

日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日本史学界形成的强劲

势头。
另外，与日本学院派交相进行、相互影响的还

有日本对中国社会经济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20 世纪中国的考古事业和社会调查事业虽然得到

重视并不断发展，但因学术基础薄弱，受现实限

制，无法达到日本各种调查活动的规模和成就，很

多资料为日本一家所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

中国史学界对日本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社会调查史料

的感觉开始变得比较复杂，既羡慕、感叹，又感到

屈辱、无奈。无论观感如何，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人

依旧秉持着学习的姿态，对日本相关研究成果极为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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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货》学人对日本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成果的译介

《食货》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发行，从 1934

年 12 月 1 日创刊到 1937 年 7 月 1 日停刊，刊载了

很多日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译文。( 参见

表 1)

表 1 《食货》刊载日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译文一览表

作者( 单位) 题名 译者( 单位) 期数

加藤繁( 东京帝国大学)

中国社会史概述 萧正谊( 东京帝国大学) 《食货》1937 年第 5 卷第 2—3 期

唐代绢帛之货币的用途 傅安华( 北京大学历史系) 《食货》1934 年第 1 卷第 2 期

宋金贸易论 周干溁( 北京大学政治系) 《食货》1937 年第 5 卷第 9 期

清代村镇的定期市 王兴瑞( 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人类学部) 《食货》1937 年第 5 卷第 1 期

志田不动麿( 日本东方学会) 汉代苍头考 傅衣凌( 日本法政大学研究院) 《食货》1936 年第 4 卷第 1 期

铃木俊( 东洋大学) 唐代官僚蓄积之研究 王怀中( 燕京大学史学系) 《食货》1936 年第 4 卷第 8 期

森庆来( 不详) 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给田 高福怡( 北京大学历史系) 《食货》1937 年第 5 卷第 7 期

仁井田升

( 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
唐宋之家族同产及遗嘱法 汪兼山( 北京大学法律系) 《食货》1935 年第 1 卷第 5 期

日野开三郎( 九州大学) 北宋时代铜铁钱的铸造额 高叔康( 太原绥靖公署) 《食货》1935 年第 2 卷第 1 期

内田直作(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 王怀中( 燕京大学史学系) 《食货》1935 年第 3 卷第 1 期

清水泰次( 早稻田大学)

明代田土的估计 张锡纶( 北京大学历史系) 《食货》1936 年第 3 卷第 10 期

明代军屯之崩坏 方纪生( 华北大学经济系) 《食货》1936 年第 4 卷第 10 期

明代田赋考 张锡纶( 北京大学历史系) 《食货》1936 年第 4 卷第 2 期

百濑弘( 神户大学) 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 郭有义( 北京大学经济系) 《食货》1936 年第 4 卷第 1 期

饭田茂三郎( 日本财团法

人人口问题研究会)

中国历朝之户口统计: 中

国人口问题研究之第二章
李汝源( 北平大学法律系) 《食货》1936 年第 4 卷第 11 期

重松俊章( 九州大学)
初期的白莲教会

( 附元律中的白莲教会)
陶希圣( 北京大学法律系) 《食货》1935 年第 1 卷第 4 期

冈崎文夫( 东北帝国大学) 中国古代稻米稻作考 方哲然( 现代社会杂志社) 《食货》1937 年第 5 卷第 6 期

石滨知行( 1933 年离开九州大学) 农奴制度研究 李秉衡( 不详) 《食货》1936 年第 4 卷第 1 期

《食货》不仅全文刊载日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译文，而且非常重视索引国内主要杂志刊载的日

本学者译作。比如《食货》1935 年第 2 卷第 4 期至

1936 年第 3 卷第 10 期所刊登的“中国经济社会史

重要论文分类索引”，总共包括 17 个主题: 中国近

代社会经济———总论、中国社会经济———农村经

济、中国社会经济———金融经济、交通( 近代) 、中

国的人口、田赋的现状、东北问题、币制与白银问

题、秦汉以来的社会形态、农业的发展、土地制度

之史的发展、历代的田赋制度、中国历史上的货

币、历史上的交通、工业与都市、中国民族之史的

发展与断代经济社会的研究、意识形态的变迁，共

计 25 篇文章。译作加上索引，更加全面地呈现了日

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动态。全文刊载和索引都遵

从了《食货》的学术宗旨: 注重史料搜集，从具体问

题入手进行点滴研究。
从日本作者群来看，加藤繁被陶希圣称为“日

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汉学家派最高的权威”［7］，清

水泰次是日本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成就

卓著者，铃木俊、仁井田升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后

起之秀，内田直作是日本华侨社会经济史学者，石

滨知行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见《食货》学

人对日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表人物比较熟悉，

甚至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也予以刊发。
其实，早在 1929 年，陶希圣已经与萨孟武、樊仲云

合作出版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书，书中包

括河西太一郎的《农业理论的发展》( 萨孟武译) 、
猪俣津南雄的《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 樊仲云译) 、
向坂逸郎的《人口理论》( 陶希圣译) 等 3 篇著作。
《食货》刊载的 5 篇日本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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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译文中，3 篇是日本学者清水泰次的文章。一方

面是因为清水泰次是日本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

拓者，［8］另一方面，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梁方仲有关。5 篇译文中除内田直作《明代的朝贡

贸易制度》之外，其他 4 篇都是梁方仲主持翻译和

校对的。1933 年，梁方仲取得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

学位后，经汤象龙介绍到北平社会调查所( 即 1934
年后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工作。他与傅

衣凌、王崇武等人均主攻明代社会经济史，对清水

泰次非常熟悉。梁方仲的《明代鱼鳞图册考》( 《地

政月刊》1933 年第 1 卷第 8 期) 发表之后也得到了

日本学者的关注。而 1937 年 6 月日本学术考察团

一行，更是促成了他与清水泰次、加藤繁、和田清、
服部宇之吉、仁井田升、藤枝晃、狩野直喜、吉川

幸次郎、内藤乾吉等人的学术交流。［9］

从翻译者群体看，除了陶希圣、高叔康、方哲

然、方纪生、李秉衡之外，《食货》所刊译文的译

者，多数是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

学生傅安华不仅翻译了加藤繁的《唐代绢帛之货币

的用途》，还在其他杂志发表了更多译文: 加藤繁

《宋代官办后的益州交子制度》、滨口重国《唐玄宗

一朝江淮上供米与地税的关系》、武田金作《宋代榷

酤考》、日野开三郎《交子发达考》、玉井是博《唐代

社会史研究》等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傅安华家境贫寒之苦，也使得初入北京大学

历史系的他获取了更多提高学术素养的机会。《食

货》索引的国内译者中，有梁方仲、陶希圣等翻译

日本相关研究成果之组织者，有陈望道等精于日语

之马克思主义者，有傅衣凌、萧正谊等身在日本之

留学生，也有傅安华、王怀中等高校大学生，更有

高叔康、方哲然等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
陶希圣之所以名其曰“食货学会”，更多的是想

纠集全国各地的分散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

史研究。分析《食货学会会约》可知，食货学会并没

有严格的入会条件和组织机构，只是以《食货》作为

相互报告和讨论机关。不过因为明确的办刊宗旨，

《食货》受到了各大高校师生的欢迎，从而拥有了众

多固定读者群和作者群。通过译文刊载和索引辑

录，食货学人确实为形成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日本研究动态。

三、《食货》学人对日本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的认同与分歧

《食货》鼓励发现细小问题和点滴史料，这使得

即便没有深厚学术积累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发表自己

的研究习作，贴合了青年学人的学术诉求。加上

《食货》对日本研究动态的及时跟踪，《食货》学人

关注并回应日本学者观点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 一) 《唐户籍簿丛辑》: 辑录那波利贞、羽田亨

著作中的敦煌史料

1933 年陶希圣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中国经

济史研究室后，便组织学生撰写丛书、筹办期刊、
编纂史料汇编。1936 年 8 月 1 日，《食货》第 4 卷第

5 期发行了一期专刊———《唐户籍簿丛辑》，辑录了

中日文图书杂志中关于敦煌户籍、丁籍的资料。这

些资料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组织、均田制度、募兵、
赋役等都极具参考价值。陶希圣称之所以没有将这

些史料放在同时期编纂的《中国经济史料丛编》中，

是因为“一则以为这种资料分量太大，二则以为我

们还没有自己从敦煌残卷直接整理出什么来，已得

的只是别人辑录出来的，所以不想插进去。我们在

这里印出，以便研究唐代经济史的人参考”［10］。除

《沙州文录补》《敦煌掇琐》《观堂集林》《唐六典》
《唐志》《通典》等国内著名文献外，《唐户籍簿丛

辑》还收录了那波利贞、羽田亨著作中的敦煌史料。
1931 年至 1933 年，那波利贞到法、德两国留

学，其间在为伯希和服务的同时还抄录了存于德国

翰林院和法国国立图书馆里的敦煌写书，并以此撰

文《关于正史上大唐天宝时代的户数与口数之关

系》。该文介绍了敦煌写书中的唐代户籍资料，并

论述了玄宗天宝年间的户籍与《唐书·地理志》所

载之户口数的关系。《唐户籍簿丛辑》中“二、大足

元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户籍”“六、开元户籍二种”
“八、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天宝六载户籍”
“一〇、天宝残户籍”“一七、天宝十载丁籍”都是摘

自那波利贞此文。
另外，《唐户籍簿丛辑》“四、先天二年籍”中，

还运用那波利贞文中史料对刘复( 刘半农) 所辑《敦

煌掇琐 3》四十九号中的资料进行勘正，补充了《敦

煌掇琐 3》“第二八二二号《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三”
中的“沙 州 敦 煌 县 平 康 乡 先 天 二 年 籍”十 三 个

字。［11］那波利贞和刘复的敦煌史料都是从巴黎敦煌

石室唐人写本原籍抄录而来。《敦煌掇琐》作为“国

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于 1925
年出版。蔡元培为此书作序: 从敦煌石室发见以后，

大多数重要的材料都已为英国学者司泰因氏、法国

学者伯希和氏运往欧洲，这些写本是研究当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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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和社会文学的重要史料，却因远在欧洲无法为

国内学者利用实为可惜; 因于此，刘半农在法国留

学期间对敦煌文书的抄录合辑才更有价值，“若是

用鉴赏古物的眼光对他自然觉得不及看原本或照片

有趣，但是求实际上研究的材料可以说是应有尽

有，与原本相去无几。我们对于刘先生选择、排列

与记录的勤劳感谢不尽 ”［12］。抄本难免遗误，将不

同抄本 比 勘 甄 别，最 大 限 度 地 保 证 了 史 料 的 准

确性。
羽田亨师承白鸟库吉，终身致力于敦煌学和西

域史研究。他曾于 1909 年在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研

究会上与内藤湖南、小川琢治、狩野直喜、桑原骘

藏等人就敦煌文书研究成果进行过讨论。1920 年至

1922 年旅欧期间，他查阅了伦敦、巴黎的敦煌文书

原籍，并与伯希和、神田喜一郎合辑《敦煌遗书》第

1 辑，1926 年由上海东亚考究会出版。1931 年出版

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即是羽田亨 20 年西域史、敦

煌学研究的集著。该著作“也是当时日本学界仅有

的一本通论西域文明的既有较高学术性又比较通俗

的西域研究入门书”［13］。此书在日本出版后的当年

就由中国学者钱稻孙译介到国内，1934 年又有郑元

芳所译版本。《唐户籍簿丛辑》“五、开元柳中县高

宁乡户籍( 吐鲁番出土) ”就是从郑元芳译羽田亨所

著的《西域文明史概论》第 8 部分“汉人的西域经营

及西域文明”第 61 页 16 图摘录而来。“第十六图为

中村不折氏所藏的唐开元四年之籍帐。里面捺有印

记，即柳中县所调查者。各户列记户主、家族、及

年龄，并分别为照等级课租税之户及不课户。更记

有永业田地，居住园宅等亩数与所在地; 凡唐内地

之制度，尽数施行于西域。”［14］61此史料证明了“史

籍所载‘分置州县而治’一语，决非虚文; 是则永住

西域之汉人，为数当不少也”［14］61。1928 年至 1937
年是日书汉译数量小高峰，汉译日书便利了中日学

术交流互鉴。
( 二) 曾了若: 认同铃木俊“均田制在隋唐没有

实施”的观点

曾了若毕业于广州国立广东大学( 即中山大学

前身) ，1932 年任香港《公论报》总编辑，1933 年以

《唐玄奘法师年谱》被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录取为

研究生。根据《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等相关规

定，中山大学研究院决定 1934 年以前招收的研究

生不授予学位，曾了若也不在研究院向教育部争取

的硕士学位候选人之列。［15］但他在中山大学文科研

究所史学部的常规学习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此后还

以《两晋史乘》获得硕士学位( 毕业年份不详) 。［16］

曾了若甚至得到了当代学界的认可: 所作《唐玄奘

法师年谱》被王云五收录到《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

成》，于 198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所作《隋唐之

地理学者及其著述》被汪前进编入《中国地图学史

研究 文 献 集 成》，于 2007 年 由 西 安 地 图 出 版 社

出版。
陶希圣曾指出，中山大学是《食货》的主要来源

之一，中山大学学生陈啸江、王兴瑞、曾了若、朱

杰勤等都是食货学会会员。陈啸江与陶希圣两人虽

有歧见之处却彼此欣赏，陶希圣认为陈啸江的《西

汉经济史研究》和《三国经济史》两书“材料的搜集、
分析及方法的绵密，都是值得称赞”［17］。陈啸江也

对陶希圣及其主编的《食货》在开启史料研究之风

方面表示了肯定。［18］陶希圣的学生全汉昇曾在《现

代史学》上发过文章，另有傅衣凌、岑家梧等非中

山大学学生，同时在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和中山大

学朱谦之主编的《现代史学》上发表文章，可见食货

学派与现代史学派交流之密切。
《食货》不仅网罗了全国青年史学研究者，就连

日本青年教授铃木俊也明言加入食货学派。① 1929
年，铃木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

业，师承藤田丰八、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19］等

日本著名东洋史研究专家。《食货》刊载过数位日本

学者的译著，但是明确标明是食货学会会员的只有

铃木俊和重松俊章两位。根据《食货学会会约》可知

会员自愿投稿、自愿加入，这至少说明: 发表在《食

货》上的《唐代官僚蓄积之研究》一文，是铃木俊自

愿投在《食货》上的。可见铃木俊对当时中国社会经

济史研究界的主动参与意识，而当时的中国学术圈

对铃木俊并不陌生，《开放之路》《农村经济》《真知

学报》等刊物都翻译过他的唐代经济史研究文章。
“隋唐时期是否实行过均田制度”一直是 20 世

纪热议的话题。就连加藤繁也曾经认为唐代没有实

行过。直到 1928 年，他才肯定唐代均田制的存在。
铃木俊《关于唐代的户籍与税制及其关系》一文，参

照那波利贞所介绍的唐代户籍论述了唐代户籍与课

役( 租庸调) 、给田额、户税、杂徭、租税征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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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认为均田制在隋唐并未实施。［20］ 曾了若

《隋唐之均田》正是借鉴了铃木俊此文，同样引用了

那波利贞氏的资料，尤其是天宝六载敦煌户籍中与

均田制度最有关系的合应授田数、已授田数、未授

田数。以此证明天宝六载距开国并不甚远，敦煌等

地广人稀之地均田都未如法实行，“名实不副，一

至于此，虽欲不怀疑其制自始即为具文，亦苦于无

从解释也”［21］18。
曾了若运用的史料，除了转引自铃木俊文章之

外，还有《隋书》《通典》《唐会要》《唐书》《唐律疏

议》《册府元龟》《陆宣公奏议》等典籍，从而得出如

下结论:“隋唐之均田，官样文章为一事，实施状况

为又一事，吾人不加深察，徒执表面之官样文章以

相衡，则鲜有不为所蔽，而误认与后魏、北齐、北

周之制，根本不殊者。”［21］8 形式上的隋唐均田制度

比较完备，永业田( 桑田) 、口分田( 露田) 、特殊阶

级职分田、园宅地等的多少规制清楚，可是事实上

所见的隋唐均田制度并不是行之无阻。因为后魏实

行均田制度之初的条件是“一为承五胡乱华之余，

土旷人稀; 二为流移数世，重回故土，争讼田宅，

久延不决”［21］8，既有均田之需又有均田之资。而隋

唐时期地狭人众，兼并之风日渐盛行，所以“隋唐

两代之所谓均田制度，仅属具文，自开国以迄败

亡，始终未尝实行”［21］18。
当代 研 究 者 耿 元 骊 在《唐 代“均 田 制”再 研

究———实存制度还是研究体系》一文中指出，1953
年西域文化研究会利用大谷文书完成书稿《西域文

化研究》，“土地还授”等证明了唐代“均田制”的存

在，且铃木俊已经改变了之前认为均田制在唐代没

有施行的观点。［22］可惜 1948 年早逝的曾了若已经

无从得知并参与其中了。
( 三) 鞠清远: 对有高岩《元代奴隶考》部分观点

持异义

鞠清远是陶希圣门下的主力干将，1934 年《食

货》“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鞠清远还未毕业时所

写《汉代的官府工业》一文。同年，鞠清远所著《唐

宋官私工业》作为陶希圣主编的“中国社会史丛书”
之一，由新生命书局出版。1935 年，鞠清远从北京

师范大学毕业后即来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

研究室工作。1936 年，鞠清远又与陶希圣合著《唐

代经济史》，纳入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系列。
《食货》存续不到 3 年，鞠清远在此刊发表的文章竟

有 14 篇之多，均是史料考证和探究具体问题的文

章。《读元代奴隶考: 奴隶解放九项原因之批评》就

是其针对有高岩所著《元代奴隶考》的读后感。
有高岩( 1884—1968) 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师

承桑原骘藏，曾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文理科

大学任教，日本东洋史专家，尤对唐、元社会经济

史研究颇多，《元代奴隶考》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1930 年，《元代奴隶考》被收录在《小川博士还暦记

念史学地理学论丛》中，1932 年，黄现璠 ( 1928 年

至 1935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

且与陶希圣成为师友) 首次将该文翻译后发表在

《师大广西同学特刊》上。1934 年，黄现璠将原发表

在《社会杂志》( 上海 1931 ) 的译作《元代之农民生

活》( 有高岩著，原刊于 1931 年《桑原博士还历记念

东洋史论丛》) 与《元代奴隶考》合篇成册，由蓓蕾

学社出版。鞠清远依据的版本正是黄现璠的译本，

他亦认可黄现璠对该文的评价“材料详实，考据精

密”［23］50，但对该文有关元代奴隶解放的成因问题

提出了异议。
有高岩将元代奴隶解放的原因归为九项: “一、

由于朝廷命令; 二、由于官吏将军等个人的意思;

三、自官厅赎身; 四、官奴以高龄废疾得免; 五、奴

婢自己赎身; 六、本主自行解放之; 七、因朝廷或

主家灭亡及本主受刑; 八、由于僧道还俗及兄弟析

居; 九、逃亡之成亡。”［23］50鞠清远认为黄现璠版本

中的“自官厅赎身”中的“‘自’字不妥，按他举的例

证应为官厅代为赎身”［23］50，另外认为有高岩所提

出的九条原因中有些条是不太妥当的。
首先，鞠清远指出有高岩“由于僧道还俗及兄

弟析居而放奴为良”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根据《元典

章》卷一七“户口调查”和《元史·百官志》中的“随

路诸色人匠总官府条下”“管领诸路怯怜口民匠都

总管府条下”“昭功万户都总使司属下之绫锦局条

下”“弘州、荨麻林纳失失局条下”证明: 还俗、析

居、改良是元代三种平列的户名，都是为了防止诸

王、公主、驸马等将这些人户拘藏，此外还可以将

这些人户纳入官府门下。所以鞠清远认为: “有高

岩的见解，是误解《元史·刑法志》的本文。大概他

误解原因，是由于他只注意到上半，而未注意到下

半。同时，也未注意《元史》他处尚有提及这三种户

计的。”［23］51

其次，鞠清远指出有高岩在论述“官奴以高龄

废疾得免”时的“官奴”其实是“匠户”而非奴隶。
“他相信 Batuta 的记载，同时又误解了《元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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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匠为民’‘放为民’的意义。元代的户口，是分为

四大类的，即军、民、站、匠。放军为匠，放匠为

民，民户投冲军户、站户、匠户的例子，在《元典

章》中很多。‘放匠为民’，只是在匠户户籍中除名，

而在民户户籍中加一名字而已，这只是类别的更

换，无放奴为民的意义。”［23］51“张慧籍拨的匠户、
杭州织造局的匠户，都不是奴匠。元代官工场中，

也没有三十万奴匠。实际上，就是匠户，也不过三

四十万”［23］51 － 52，“所以他说的‘高龄废疾之官奴，

得免为良’，也不见得有事实可资证明”［23］52。
再次，鞠清远指出有高岩虽以《元史》《元典

章》作《元代奴隶考》，但是《元典章》中有些奴隶解

放的原因、形式以及解放后的地位却被有高岩忽

略了。
关于“奴隶解放的原因”，还有“在政府与各投

下，军民富户争夺户口时，因此而得到解放的奴

隶”，比如《元典章》十七“户口条画”中的“驱良项

下”和“诸色户驱良”所记载的“在宅外住坐，又另

附籍的奴隶，得以解放”“户籍中漏报的驱口，得改

为良”［23］52。
关于“放良与放良后的奴婢地位”，“放良有良

书。有直接写明任便住坐或为良者……有附带规定

年限满年限后，或赎良钱满额，方放为良者……有

时既与奴婢以良书，复另文规定津贴钱物或分当差

役者……各投下的放良书，常规定不许投别管官司

……军户的驱口，解放后，有时规定仍需为军户服

役”［23］53。
关于“驱户婚生、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因父

母一方是良民即得为良，而不像有高岩所说的那样

从父身分。非婚生的子女，例从母身分……有高岩

将婚生与非婚生的子女身分混合在一起，固不妥

当”，“而认为《元史·刑法志》的规定，使奴男良女

婚生的子女，也是奴隶，尤为差误。他只引《元典

章》中禁止奴良婚的法令，而未看到政府正在利用

这种机会，以增加国家户口”［23］53。
1935 年，陶希圣在《食货》第 1 卷第 4 期《编辑

的话》中提到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教授重松俊章: “四

年前，他介绍我所作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

给九大的学生读，并且写信给天野元之助先生说

道:‘中国社会史须待中国学者自行研究，日本人到

底不行。’今日看来，我们究有多少成绩? 我很引

以自愧的。”［24］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和日本

来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算是一种新兴学术。

日本方面确实有现成的史料和研究基础，但就文献

典籍而言，中国学者的熟练程度、考证能力、搜集

渠道并不比日本差，所需成本更低。中国社会经济

史研究初创期的《食货》学人，对本国研究现状颇有

自知，仍旧以学习借鉴的姿态及时追踪译介日本研

究动态，从而拓展学术思维。同时不容忽视的是，

青年学人就点滴史料和具体问题，对中国古代浩如

烟海的文献典籍进行深挖考证，并以此印证或反驳

日本学者观点，主动与日本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即

便关注微小问题，观点相对浅显，《食货》存在的三

年所汇聚的学术价值依然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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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ponse of Scholars of Shihuo to the Japanese Ｒesearches o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ang Qiaorui，Zong Gaofeng
( School of Marxism，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46，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an upsurge in research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arose in China，which urgently
calls for historical documents． As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were insufficient in China，the Japanese coll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materials were widely borrowed． Through direct translation
and indirect indexing，scholars of Shihuo introduced for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the comprehensive and timely
trend of study by Japanese scholars． Taking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as the media，young
scholars of Shihuo responded to the Japanese academic view either with agreement or refute by textual researching
into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lassics，and focusing o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micro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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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Heluo Area
Liu Yanfang，Zhang Shaobo

( Luoyang Caifang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Co． ，Ltd，Luoyang 471003，China)

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s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is rooted in Heluo area
and developed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eluo culture with intensive and abundant content． Most of the famous work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written in Heluo area，where most of the famous doctors were born or lived．
Therefore，Heluo culture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and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orig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from Heluo culture and re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 of Heluo culture to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Heluo culture;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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